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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十年来，发现了不少台湾的古文化遗存，几乎每一种古文化都与大约同期的大陆古文化有着千
丝万缕的关系，体现了先秦时期台湾的先住民与大陆有着经常的来往。另外，汉文对台湾的记载是越至近代就越
多，且越详尽，对台湾先住民的认识也是从沿海到深山扩展的，这种顺序渐进的认识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族
与台湾先住民的接触、交往，是日趋密切和日渐广泛的，也进一步促进了台湾先住民之间和台湾先住民与汉族之
间的日益密切的交往，以致部分台湾先住民同化于汉族。所以，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族群关系的主流应该是各
民族、各族群间的日益密切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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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一个气候温暖、风景秀丽、物产丰富的
宝岛。长期以来，各族人民日益密切地接近，互相
吸收，互相依存，共同把台湾从原始荒芜的岛屿开
拓成为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对缔造祖国统一多民
族大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从考古材料看先秦时期台湾的先住
民间的以及与大陆的族群交往 
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考古发现表明，旧石器
时代台湾地区的古人类与祖国大陆的古人类是“堂
兄弟”。台湾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分别
在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和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发
现。“左镇人”初步断定为约三万年前的人类，与
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极为相近。长滨乡
八仙洞的旧石器距今约一万五千年前，现在称为
“长滨文化”，长滨文化的旧石器制法与周口店等
同时代遗址所发现的旧石器制法极为相似。就当下
的资料而言，长滨文化在台湾东海岸一直持续到距
今约五千年前，与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文化找不出联
系的地方，也就是说，其后出现的新石器时代乃至
金属时代的文化，并不是由长滨文化逐步演变发展
来的，而是冰期结束后，台湾成了海岛后，经由海
上传进来的新阶段的文化。 
台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差不多遍及全岛。最
下层是大坌坑文化，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3000–2500年。遗物以棕黄或红褐色粗绳纹陶为主。
器物有碗、瓿等。瓿与碗的体部都盖满绳印纹。瓿，
有的很大，可高达四五十厘米，有时附柱状把手和
根部带孔的低圈足；唇外部和肩部常有用两根小棍
并在一起刻划出来的波浪状纹和左右斜纹，有时还
涂上成面或成条的红色彩饰。石器有打制石斧和磨
制小石锛、三角形中心带孔的箭镞。这类遗址集中
在北部淡水河下游沿岸、西北海岸、中部海岸和西
南海岸，在东海岸也有零星分布。重要的遗址有：
台北大坌坑、台南八甲、高雄凤鼻头、澎湖果叶 A
等。这种以绳纹或贝划纹为主要特征的风格，在大
陆的东南沿海，如广东潮安的陈桥村、石尾山、海
角山遗址，海丰的北沙坑，南海的西樵山，金门的
富国墩等地都有发现。从台南南关里遗址出土的大
坌坑文化的大部分石斧、石锄、石锛、石凿是由来
自澎湖的橄榄石玄武岩制作的，少部分石锛和石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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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自台东的变质玄武岩制作的情况看，当时，
大坌坑文化的各族群之间存在的“库拉圈”交易，
甚或跨海与澎湖岛上，乃至大陆上的族群有着“库
拉”交换。其次从南关里东遗址的墓地中的成年骨
骼中残留有石矛、石箭镞的现象和随葬有穿孔人牙
的情况看，大坌坑文化中的不同族群中有着争斗，
或已有猎首行为。 
在公元前 2500 年前后，台湾西海岸地区同时
出现两种新的原始文化。以北部台北盆地为中心并
延伸到北部沿海地区的是圆山文化，而分布在中南
海岸与河谷的是一组以红陶彩陶和灰黑陶为代表
的文化，叫做凤鼻头文化。 
圆山文化的石器多属磨制，除斧、锄、铲、镞、
锛、凿外，还有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陶器的质料
多含细沙，以棕黑色为主，有的刷上棕黄色衣；器
形以碗、簋为主，后者圆腹、低圈足，有口颈，两
侧下自肩端上到口缘常有一对平宽或圆形的把手，
有盖；还有支座、纺轮等。器表除素面外，有红色
涂彩（平行条纹、点蚊）、锥刺纹、小圆形印纹和
网形刺划纹。此外，还有少量骨角器（镖鱼叉、箭
头、针、锥等）和玉器（蛇纹岩制作的小锛、小凿、
手镯等），及少量的青铜器（手镯、两翼式青铜镞）。
圆山文化的陶器除了圈足和涂彩这两点以外，在大
坌坑文化里看不出什么祖型。而有段石锛为大陆东
南沿海的遗址中所常见。有肩石斧则常见于广东沿
海和西南。两翼式青铜镞是殷商、西周式的。圆山
文化没有铸铜的痕迹，所以发现的青铜器当是与华
南的殷周文化接触而来。圆山人有拔齿的风俗，中
国大陆东南部的许多民族亦有之。[1] 
公元纪年几百年之后，圆山文化在台北盆地便
逐渐被植物园文化所替代。其主要的代表遗物是红
褐色或棕褐色印方格纹的陶罐、页岩制作的有段石
锛，大型长匙形的磨制石锄。从方格纹这点来看，
它的文化关系应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比较接近。 
与圆山文化同时，台湾中南部的风鼻头文化，
也是紧接在大坌坑文化后面，又可分为三期。第一
期为红陶文化类型，第二期为素面和刻划黑陶文化
类型，第三期为印纹和刻划纹灰黑陶文化类型。这
三期文化不但反映了它们和台湾先住民土著民族
有直接关系，而且从文化内涵和特点上，又与大陆
东南区的新石器时代等古代文化息息相关。 
凤鼻头文化第一期的遗址分布在台湾岛西海
岸的中南部和澎湖列岛，年代约公元前 2500 年
–1500 年之前。遗物里最具特征的是细质红陶，陶
色橙红或深粉红。器形有大口盆、碗、细长颈的瓶、
小口宽肩的罐、穿孔圈足小豆和圆柱足的鼎等。器
表饰有绳纹或席纹，有的有刻划纹和附加堆纹，极
少数的杯片或罐片外面有钩连形成平行线的深红
色彩画。石器有石锄、曲尺形石器、石斧、石锛、
石凿及半月形穿孔石刀、石矛、石镞、石磨盘、网
坠等。这种文化内涵与马家浜文化有许多类似之
处。垦丁和鹅銮鼻遗址的人骨有拔牙的痕迹，与圆
山人及大汶口人、河宕人都有相类的地方。这反映
了此时不仅台湾本岛的人类有着某种形式的接触，
而且与大陆的古人类的接触也有所增加。 
第二期文化分布范围比第一期扩大，深入到河
流的中游，甚至达五六百米的高地上，而且变异较
大。年代大致是公元前 1500-公元初。以有代表性
的风鼻头遗址为例，灰陶与橙红陶各占百分之四五
十，除此外，有少数黑陶和彩陶。器形以杯、盆、
碗、瓮为主。纹饰多是绳、篮印纹。黑陶手制，但
有慢轮修整，色深黑，体薄，饰以刻划的线条纹、
波纹，也有用贝壳刻划的纹饰。石器主要有锄、斧、
锛、凿、长方和半月形石刀、箭镞等。骨角器与蚌
器及饰物都有明显的增加。这种文化与福建昙石山
文化最为相似。 
第三期文化以印纹灰、黑陶为主要特征。这类
文化还向北扩展到北部沿海，取代了植物园文化。
代表遗址是台北县八里乡的十三行遗址。碳十四测
定年代为距今 1149±209 年和 1245±209年。大体上
说，这期文化从公元初一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汉族
文化大量输入为止。是平铺人，也即是北部的凯达
加兰人、雷朗人、噶玛兰人，中部的道卡斯人、巴
宰海人、巴布拉人、猫雾捒人、洪雅人和水沙连人、
南部的西拉雅人、台窝湾人、马卡安人等的古代文
化。在北部凯达加兰人居住的地方，除了发现有石
器(石斧、石锛、有肩石斧等)外，还发现有采矿铸
铁的遗存，说明台湾的土著民族与大陆汉族文化已
有了广泛的接触，有的已发展而进入了铁器时代。 
东海岸由于工作做得不够，目前我们只约略
知道有两个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层。较早的一层是
属于大坌坑一类的绳纹陶文化，而较晚的一层是
有石刀和各色陶器的农耕文化，以及各式的所谓
“巨石”构筑(石板、石块房屋、石板棺、独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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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石棚等)。 
从上述材料的初步比较，可以看到台湾岛上的
各族群之间以及他们与大陆东南沿海的民族或族
群在先秦时期就有过广泛的接触与交往。在这样的
互相接触和互相吸收中，台湾土著民族有的接受了
先进的文化，产生了飞跃发展，而进入了铜器、铁
器时代。 
二、从汉文的记载的日益增多可以看出
台湾土著与汉族是日益密切地接近 
最早关于台湾土著民族的汉文记载，目前尚有
争论，有的人认为《尚书• 禹贡》“岛夷卉服，厥
篚织贝”，指的就是台湾的土著民族。但大部分人
都认为较确切可靠地记载台湾土著民族的著述应
首推三国时沈莹的《临海水土志》。此书原书在宋
代已佚失，仅在《后汉书》注和《太平御览》等书
中有摘录转载。这篇著述中记载夷州和山夷的生活
极为详尽，不仅记述了夷州(台湾)的地理位置、地
形、气候、物产等，还详细介绍了山夷的社会生活、
文化特点，风俗习惯及与大陆上居住的安家之民的
关系。按临海郡系太平二年(257)二月置，沈莹卒
于 280 年(天纪四年，晋太康元年)，此书应在这期
间写成的。 
成书于晋代的《三国志》记述了大陆与台湾土
著民族的接触。孙吴黄龙二年（230）春正月，吴
军往略夷州，“得夷州数千人还。” 
刘宋时范晔撰的《后汉书• 东夷传》记载了夷
州与会稽的交往情况。 
唐代魏征等编纂的《隋书》记述了大业三年
(607)“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
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2]1825流求即三国
时的夷州，也即今日台湾。朱宽和何蛮因言语不通，
带了一位土人回大陆。次年，朱宽再次到台湾，要
土著民族归附隋王朝，土人不从，朱宽“取其布甲
而还。”大业六年(610）隋炀帝又派陈稜、张镇州
率兵一万多人到流求，与土著发生冲突；镇压了土
著民族的反抗，“虏其男女数千人”回到大陆。此
外，《隋书》还记载了流求土人的社会经济、文化、
风俗等情况，其中还提到土著民族见到大陆军队的
船舰时“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的史实。 
关于流求国，宋代赵汝适《诸蕃志》亦有记载，
并记有毗舍耶人与淡马颜人。毗舍耶人“豪酋常率
数百辈，猝至泉之水澳、围头等村。”[3]38 目的是
寻求铁器。《宋史》卷四九一、《攻媿集》卷八十
八的《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大猷）
行状》[4]1199-1200 也有论及，并谈到了在台湾、澎湖
戍守的情况。表明台湾与大陆人民的接触已进一步
加强。 
降至元代，有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概述了澎
湖、琉球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情况，也记
述了台湾土著民族与大陆人民的接触。汪大渊在
《岛夷志略》中曰：“余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长。
夜半则望旸谷之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
接着又曰：琉球“俗与彭湖差异”[5]75-76，记录了台
湾土著的生活与同大陆人民的贸易情况。说明汪大
渊曾到过台湾，《岛夷志略》是其实地调查的报告，
虽然记述的东西不很详尽，但还是可以说汪大渊是
著述者亲历台湾的第一人。 
明代宋濂等编纂的《元史》记载了至元二十八
年(1292)元朝政府任命海船副万户杨祥为宣抚使，
和吴志斗、阮鉴等携诏书到台湾“招谕”土著民族
“来朝”的情况。至元二十九年（1293），元军到
达台湾，因言语不通，没有结果。元贞二年(1297)
福建省平章政事高兴，谴省部镇抚张浩、福州新军
万户张进带兵到台湾，曾带回 l30余名土著到大陆。
同时元政府把台湾隶属于泉州府晋江县，至元年间
还在澎湖设立了巡抚司，作为管辖这一地区的行政
机构，加强管理这一地区的汉族与土著民族。这体
现了台湾土著民族与大陆的政治上的密切关系。 
明季有陈第的《东番记》。陈第所记多半是他
亲历目睹。他足迹涉及台南至高雄一带，列举的地
名都在这个范围内。如“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
彭湖外洋海岛中；起魍港、加老湾、历大员、尧港、
打狗屿、小淡水、双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帮
坑，皆其居也。”[6]24 这里，魍港即今嘉义县布袋
镇好美里虎尾寮，加老湾今台南县七股乡境，大员
为今台南市安平区，尧港为今高雄县茄萣乡崎漏村
一带，打狗屿为今高雄市鼓山，小淡水即今屏东县
高屏溪出海口，双溪口为今嘉义县朴子市，加哩林
为今台南县佳里镇佳里兴。[7]18 陈第的《东番记》
内容丰富，描绘栩实，叙述地理、风俗、物产等情
况极为详备，是一篇极珍贵的民族学调查报告。明
季关于台湾土著民族的记载还有张燮的《东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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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杨英的《从征实录》等等。 
入清以后，汉文的记载就更多了。清代人张廷
玉等编修的《明史》中有记载。实地做过一些调查
而著述的有郁永河的《裨海纪游（采硫日记）》、
《番境补遗》；黄叔璥的《台海使槎录》。府志有：
高拱乾、周文元、刘良壁、范成、余文仪撰修与重
修、续修的《台湾府志》。县志有：陈文达的《台
湾县志》、《凤山县志》，周钟瑄、陈梦林的《诸
罗县志》，周玺的《彰化县志》，沈茂荫的《苗栗
县志》，屠继善的《恒春县志》、陈朝龙、郑云鹏
的《新竹县志初稿》等。厅志有：陈淑均的《噶玛
兰厅志》，林豪的《澎湖厅志》，陈培桂的《淡水
厅志》，蔡麟祥、林豪的《澎湖厅志》等。采访册
有：胡铁花的《台东州采访册》，倪赞元的《云林
县采访册》，陈国瑛等的《台湾采访册》等等。笔
记类有：姚莹的《东槎纪略》、《噶玛兰纪略》、
《埔里社纪略》、《东溟奏稿》，林谦光的《台湾
纪略》，朱景英的《海东札记》，龚柴的《台湾小
志》，谢金銮的《蛤仔难纪略》，柯培元的《噶玛
兰志略》，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吴德功的
《一肚皮集》，邝其照的《台湾番社考》，黄逢昶
的《台湾生熟番纪事》、《台湾杂记》，傅桓等的
《皇清职贡图》，唐赞衮的《台阳见闻录》，徐鼒
的《小腆纪年》、《小腆纪传》，朱仕玠的《小琉
球漫志》，蔡振丰的《苑里志》，江日昇的《台湾
外纪》等等，不一而足。 
从上述著述看，有关台湾的汉文记载是愈往近
代愈多，而且对于台湾土著民族的分布、社会、经
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记载也是越来越详细，如
《东西洋考》记载土著民族有十五社，《番俗六考》
记番社有一百二十二社，而《台湾府志》记载有三
百零四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族与台湾土著民
族的接触、交往是日益密切和日益广泛的，虽然有
时兵戎相见。如黄龙二年（230）东吴军队巡视夷州。
大业三年（6O7）隋军激战欢斯渴剌兜。宋淳熙年
间，毗舍耶人乘筏至泉州的水澳、围头等村掠夺。
元朝至元年间元军到台湾招抚，贞元年间元军进攻
台湾。荷兰人统治时期，“岛上中国居民认为受公
司压迫过甚，渴望自由”，[8]124 于是爆发了郭怀一
起义。荷兰人挑动一部分土著民族参与这次镇压起
义的行动。“前后历时十五天，先后有四千个男人，
五千个妇女及一些儿童被俘或被杀”，等等。[9]115 
但是，友好相向的举动也不乏其例。据《隋书
陈稜传》载：大陆官兵到达台湾时，流求土人“初
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2]1519可见
这以前两地同胞之间就着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宋
元以后，北港、鸡笼等港一直是台湾与大陆互市的
通商口岸。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记：台湾土著
民族有时以所产黄蜡、土金、氂尾、豹脯同大陆汉
族同胞交换日用品等。连横《台湾通史》曾谈到台
湾多发现宋钱，有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
并说：“余往北路，家僮于笨港(今新港、北港)海
泥中得古钱数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乃知从前
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间。”[10]151明以后，两地人民
的接触更为密切。张燮《东西洋考》曰：每当汉族
“商人上山，诸所尝识面者，辄踊跃延致彼家，以
酒食待我，绝岛好客。”[11]85陈第《东番记》也说：
当万历三十年（1602）明军击败倭寇至大员时，“夷
目大弥勒辈率数十人叩谒，献鹿餽酒，喜为除害
也。”[6]27 就连荷兰人也不敢否认汉族与台湾土著
民族的交往密切，他们无可奈何地哀叹说：“我们
绝不能过于信任中国人和福摩萨人。后者之不可信
赖，是由于中国人跟他们来往较多，而且经常毁谤
我们政府，很容易被引诱来反对我们。”[8]186 诸如
此类，无法一一列举，这也表明接触、接近、交往
是双方的，主要是通过经济交往的途径，互相吸收
长处，逐渐形成了互相依存的经济市场，从而使台
湾土著民族紧密地与我们伟大祖国联系在一起，成
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三、各族群日益相互接近，逐渐形成民
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现象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及所处的自然环境基本相
同，台湾土著民族的生产手段及生产方式基本一
致，彼此之间的分工、交换不发达，因而，土著民
族的社会相对显得比较闭塞、独立，相互之间也有
些争斗。这种情况持续得相当久。沈莹《临海水土
志》记载三世纪时台湾土著民族曰：“此夷各号为
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七世纪的情况
也没见什么变化，《隋书》卷八十一《流求国》条
曰：“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
日而至。……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
为之，自相树立，各得疆土，理一村之事。”宋代
31
《三峡论坛》2016 年第 5 期，总第 302 期 
 
赵汝适的《诸蕃志》记曰：十二世纪时台湾地区除
流求国外，还有“毗舍耶、谈马颜等国”，而且他
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很不一致的。陈第《东番记》
所述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情况则是“东番夷人……种
类甚蕃，别为社，……”有时“邻社有隙则兴兵，
期而后战，疾力相杀伤；次日即解怨，往来如初不
相仇。所斩首，剔肉存骨，悬之门；其门悬骷髅多
者，称壮士。”有时则“老死不与他夷相往来。”[6]24-25
荷兰人的记载也基本相同，“这个地方是很奇怪的，
从不知道有个皇帝、首领或酋长来统治全岛。这地
方只是分成许多村落，每个村落各自独立，各保疆
土，不承认别人的威权。”[8]。然而，台湾土著民
族相对独立与闭塞的现象只是台湾族群关系的一
个方面，另外一面也存在着台湾本土族群间的交往
与争斗。此外，台湾族群关系的再一个面相是汉族
与台湾土著民族日益密切的接近、交往，而且汉人
逐步移居入台湾，与土著民族共同开发这块宝地，
形成了台湾岛与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经济、政治整
体。 
上古时两地人民就有了交往，这是由考古材料
得出的结论。进入历史时期，据《后汉书》载，汉
代大陆上的汉族人民就已同台湾(夷州)土著民族
有通航往来，夷州“人民时至会稽市”。由于有了
对台湾的了解，才有吴军巡视台湾的政治军事举
动，也才有沈莹《临海水土志》这样一篇详细记载
台湾土著民族社会文化的著述问世。 
宋元以前，除封建王朝对台湾土著民族的征
伐、招抚的政治联系外，主要是通过两地互通有无
的经济贸易途径来互相交往。《隋书• 陈稜传》曰：
当隋将陈稜率大陆军队抵台湾时，“流求人初见船
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见台湾土著
民族对来台的船只已不为鲜见，也说明了两地之间
在隋朝以前就已有过贸易交换关系，大陆商人到台
湾与土著民族交换是频繁的。 
宋元时期，一方面海峡两岸的贸易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台湾的北港、鸡笼一直是汉族与台湾土著
民族互市的重要港口，土著民族常用黄蜡，硫磺、
黄豆、沙金、黍子、麂皮、豹皮、鹿皮等向汉族换
取金珠、玛瑙、粗碗和处州瓷器等。[5]76由于两地贸
易往来的不断发展，“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
祐、天禧、至道等年号”，“土中有掘出古钱千百
瓮者，或云来自粤东海舶”，[12]52说明作为交换媒
介的宋钱已在台湾流通了，并成为两地经济交流的
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随着台湾土著民族与汉族的
联系日益增强，大陆东南沿海的汉族人民相继渡海
移居台地的也日益增多。 
明代，由于封建王朝的禁海，减少贡舶贸易及
马六甲中转站的兴起，一度影响了海外贸易，也使
商品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禁令越严，获利越大，
故福建“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诸澳，往往译
其语，与贸易。”从大陆运米、“玛瑙、磁器、布、
盐、铜簪、环之类易其鹿脯、皮角”，[6]27“这种
盐腌的晒干的鹿肉每年全部经由航路输往中国，鹿
皮输往日本”，形成一种小三角贸易，而且贸易量
亦不少，“每年可得鹿皮二十万张，干鹿肉及干鱼
也很多，可得到相当数量的供应”，[13]234可见台湾
族群之间以及他们与大陆的贸易随着海上商业资
本的兴起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贸易日益发展的过程中，除来往于两地的商
人外，还出现了定居台湾的坐商及深入到各土著民
族村落的走贩。“前一类商人把贸易活动经常化了，
在大陆商舶、渔舟没有开来的时日里，照样可以进
行贸易。后一类商人则把贸易行为普遍化了，使深
山穷谷、与外间素少接触的地区也发生了贸易行
为。”[14]39在他们的努力下，使汉族与土著民族的
交换具有了经常性与广泛性，从而使台湾先住民自
我形成的经济市场与汉族的经济市场与大陆的经
济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而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分割
的经济整体。这种事实，在陈第的《东番记》中有
所表述，如明代“万历壬寅（1602 年）冬，倭復据
其岛，夷及商、渔交病，浯屿沈将军往剿”。换言
之，当明代万历年间倭寇盘踞台湾时，在岛上的华
商、渔民以及土著居民都认为是个大问题，于是驻
守在厦门湾外浯屿的将军沈有容就率兵前去驱逐，
表明了明代对台湾的主权关系，这史料也揭示在万
历年间，台湾岛上就有不少汉族的商人、渔民在与
台湾土著交往。这种现象，荷兰人都不敢否认。1622
年 7 月 l1 日，当荷兰船只首次入侵大员港时，就发
现“中国人在那里经营一些商业”。[15]691624 年 2
月，荷兰殖民者在萧垅看到“两三个或五六个汉人
住在部落中，以米盐供应土人。”当 l641年荷兰殖
民者把魔爪伸向台湾东南时，又看到卑南觅各村中
也有“汉人与土人交易并进行煽动”。在台湾北部，
l626 年前后，西班牙殖民者在鸡笼看到汉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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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硫磺，在淡水也有汉人与土著民族进行交换贸
易。[15]40很显然，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汉族与
台湾土著民族交换的市场业已形成，汉族先进的生
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已成为台湾土著民族社会不可
缺乏的必需品。因此，“商人上山，诸所尝识面者，
辄踊跃延致彼家，以酒食待我”，[11]85热烈欢迎，
感情十分融洽。这种亲密的经济联系，随着汉人大
量移居台湾与土著民族杂居而得到了发展、扩大和
巩固。 
上面已谈到，至迟从宋元始，汉人就已移居台
湾了。最初可能是到台湾捕鱼的渔民发现此地土地
肥沃，农作物易于生长，有的就留下从事农业。以
后由于大陆上的某些政治、经济原因，汉族人民不
断地来到台湾。例如“历更五代，终及两宋，中原
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
为互市之口，故台湾旧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语。”[10]5
颜思齐等到台湾后，“漳泉无业之民亦先后至”。[10]508
崇祯年间值大旱，郑芝龙“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
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茇
舍，开垦荒土为田。”[16]6 汉人移民台湾增多，必
然与台湾土著民族的接触、交往增多。自然，经济
交换的联系也就扩大了。同时，台湾土著民族在生
产过程中，也有了更多的机会直接学习汉族劳动人
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使他们在农业生产知识
和技术方面获得进一步提高。而汉族人民也乐意把
自己的知识与生产技术传授给台湾土著民族，如明
末沈太仆光文曾“结茅于罗汉门山……山旁有曰加
溜湾者，番社也，公于其间教授生徒，不足则济以
医。”[17]268又如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见有些土著民
族不知用镰刀割稻和用犁耙，就派人对归附的各番
社进行帮助，给每个番社各派一名汉族农民作为指
导，并送铁制的耙、犁、锄各一副，熟牛一头，教
他们牛耕犁耙的方法，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
知识，鼓励他们“耕种易而收获多”，[18]260还有，
传授汉族文化知识，“命各社设学校，延师以课子
弟，[10]30从而提高了台湾土著民族的文化生活水平。 
清统一台湾后，更多的汉人不断迁入台湾。据
统计，郑成功经营台湾时，居台湾的汉人约有十到
二十万人左右，至嘉庆年间，则已增至二、三百万
之多。[15]105众多的汉人移居台湾，必与台湾土著民
族交错杂居，“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
番嗜杀。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甚
至傀儡内山、台湾山后、蛤仔难、崇爻、卑南觅等
社，亦有汉人敢至其地，与之贸易。生聚日繁，渐
廓渐远，虽厉禁不能使止也。”[19]838杂居面扩大，
也使汉族与台湾土著民族的接触面扩大，使经济联
系面与市场扩大。贸易关系扩展到了深山中，土著
间的交往也进一步增加，生番或“与熟番交易珠、
布、盐、铁，熟番出与通事交易”[20]153，或“各社
夏秋划蟒甲（独木舟名），载鹿脯、通草、水藤诸
物，顺流出近社，与汉人互市。”[21]121又如“四社
番向生番交通贸易，无时不有。生番输出之货，无
乃鹿筋、鹿皮、鹿茸、鹿鞭、鹿肚石、鹿肚草及出
兽山猪、熊皮、生番答加纹、硬桃叶席子、筐篮等
件，则与四社番输入布疋、铁器、糖、酒、食盐、
猪等件，彼此互换交通，不用银钱买卖。交易场，
辄在近于山麓之地。”最初“必须用通事人通达言
语交接”，后来，“生番知闽人言语者多，可以不
用通事自相交易也”。[20]62-63 
与此同时，由于垦荒的需要，汉族劳动人民很
自然把汉族原来一套生产工具、技术、经济和方法
都带到台湾土著民族地区，在那里胼手胝足地从事
生产劳动。凿圳、引水灌田，等等。这就更便于台
湾土著民族实地观察学习。由于双方的接触面比以
前扩大，因此，有更多的台湾土著民族接受了汉族
先进经济文化，从而推动了台湾土著社会的发展，使
其经济、文化生活逐渐地接近汉族同胞的水平，出现
了巨大的变化。郁永河在康熙年间经过新港、嘉溜湾、
麻豆社时，就叹曰：“虽皆番居，然嘉木阴森，屋宇
完洁，不减内地村落。”[22]614 黄叔璥说：诸罗县大
甲地方的土著“耕种犁耙诸器，均如汉人。食器亦有
铁铛、瓷碗。……平埔诸社，多仿汉人。”[20]132 凤
山县的土著民族“亦知以稼穑为重，凡社中旧管埔
地，皆芟刈草莱，垦辟田园。有虑其旱涝者，亦学
汉人筑圳，从内山开掘，疏引溪流以资灌溉，片隅
寸土，尽成膏腴。”[23]2 这说明当时台湾土著的农
业经营水平已相当高了。不仅“熟番”懂得经营农
业，就是较落后的“生番”，也逐渐学会了耕作。
姚莹《东槎纪略》卷三的《噶玛兰原始》、《西势
社番》、《东势社番》中讲，噶玛兰、东、西势番
社的土著，在清以前“不事耕凿”， “不谙岁序，
以花开纪四时，打牲为恒业，间有汉人教之耕种稻
谷，以为宝贵。以短刀代犁锄，并无牛只。间识树
皮，仅蔽下体。”清代以后，“与汉人相习日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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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知耕种”，“置备耕牛、农具，渐通汉人语言。”
[24]70-79汉族同胞亦有学习土著的某些技艺的，如大
甲席“创始则自苑里社番，后传入苑里街庄，几
于无户不习。”[25]95 
在汉族与台湾先住民日益密切的交往中，汉人
与台湾先住民通婚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在荷兰殖民
者占据台湾前，就已有汉人娶土著的事例。随汉人移
居台湾的增多，通婚也逐渐普遍化了。《安平县杂记》
曰：“年久月深，有闽人到社为番妇赘婿者，亦有番
民娶闽、粤各女为妻者，彼此婚配生传。”[22]57《台
海使槎录》记载南路凤山县的情况说，力力社一带
“近日番女多与汉人牵手”，[20]145傀儡番的“归化
番女，亦有与汉人为妻室者，往来倍亲密”。[20]143
“琅峤一社喜与汉人为婚”。[20]157 龚柴《台湾小
志》记载汉人“与土人互婚交友，已不啻水乳交触
矣。”这些记载都说明在清代台湾的族际间的通婚
已相当普遍和平常了。 
由于汉族与先住民日益密切地交往、接近，使
土著社会起了显著的进步，并使部分台湾土著民族
语言、风俗等方面起了质的变化。清代光绪二十年
前后编写的《云林县采访册》记载：“柴里社番潘
姓，在县城东门内，风俗与土著、客庄大略相
似，……现则杂处居民，旧俗革除殆尽，第女无裹
足，以乌布蒙头为少异耳。至于分住城外及尖山坑
内者，男女多贩柴为活，言语一如漳人，询以番语
奚若，率无以应，即间有头目老番，亦仅知一二。”
《苑里志》曰：苑里土著“归化已久，习惯、衣冠、
器用以及婚丧、贺吊，一如汉人；通番语者，百无
一二，盖愈久愈离，几忘本来之面目。”[26]90《安
平县杂记》曰：“四社番衣服当未化俗之时，一
切与生番无异，迨化熟后，凡属番民所穿之衣，
与台之闽人一律”[20]57；“四社番丧祭，一切礼
节，尤若闽人”[20]59。法国人写的《台湾的历史与
地志》也说：“现在平埔的女人，已渐渐采用中国
女人的发式，而奇怪的是：有些女人尽将她们的脚
扭弯起来以模仿中国女人的小脚，即天朝诗人们称
做‘金莲’的女性美的特征。”日本人也看到了这
种变化，曰：“平埔一族，风俗语言已逐渐斯灭，
今则在外表上与中国人有何差异？以其开化程度
已与中国人不分甲乙。”[26]显然，清代已有部分土
著民族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完全被汉族同化了。 
四、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台湾先住土著民族之间，即使在清代仍有
着一些隔阂，但他们之间也早有着接触与交往，而
且绝大多数都与汉族或多或少有着交往与联系。 
二、由于汉族与台湾土著民族之间日益密切地
接近，互相依存，互相吸收，逐渐形成了台湾岛的
共同经济市场和与大陆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经济市
场，汉族与台湾土著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近由于这
个共同经济市场而得到加强与发展。 
三、这种共同的经济市场，是台湾各族人民共
同反抗外国侵略者，共同开发台湾的经济基础。 
四、由于这个共同经济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把
台湾土著民族紧紧与祖国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中
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清代部分台湾土著民族的汉化，也正是这
种共同的经济市场的形成、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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